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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 2002—2017 年长江经济带 10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回归模型分析总体和分

区旅游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并判断其拐点，运用 B-K 中介效应探讨总体、分区和分等级旅游产业依赖度

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①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总体旅游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率呈稳健“N”

型曲线关系，拐点分别为 RD值 6.24%和 13.44%。②中、西部呈显著倒“U”型曲线关系，东部呈不显著倒“U”型曲

线关系。③总体旅游产业依赖度通过物质资本投入、对外开放和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率产生促进作用，通过制造业

发展、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产生抑制作用；东中西部传导因素影响强度具有差异。④较低和低旅游产业依赖度

区通过“红利效应”传导机制促进经济增长；中等旅游产业依赖度区表现为传导机制转变特征；较高旅游产业依赖

度区通过“挤出效应”传导机制抑制经济增长；高旅游产业依赖度区存在向“复兴作用”转变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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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既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又有雄厚的工业和制造业基础，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2014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长江经济带被正式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其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经济总量稳定增长但增速放缓，至 2018 年底，

GDP 增至 40.30 万亿元；同时旅游产业不断发展，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据统计，2018年长江经济带旅游总人数和旅

游总收入分别约为 70.22 亿人次和 8.3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34%和 17.83%，其中旅游总收入约占 GDP 的 20.65%。因此，探讨

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依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是否存在旅游资源诅咒现象、传导机制是什么等问题，对长江经济带未来旅游和经

济发展战略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 文献综述 

旅游发展能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旅游研究领域最为经典的内容之一，也是诸多学者争论的热点问题［2］。自 2001年“旅游

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假说”（Tourism-Led Growth Hypothesis，TLGH）提出后，国内外学者们从入境旅游［3］、旅游产业专业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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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4］和产业高级化［5］等角度展开讨论，并取得丰硕成果［6-8］。但一些学者提出旅游发展抑制经济增长的观点［9］：旅游业与其他资

源依赖型产业相似，具有资源空间分布不均、高度依赖旅游资源、依靠“出售”资源获取资金以及对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要

求较低等特征
［10］

。因此学者们引入“资源诅咒”命题
［11］

，提出可能存在旅游资源诅咒现象，即在旅游资源丰沛区（即旅游产业

较高依赖区），旅游业通过对其他产业产生“挤出效应”阻碍区域经济增长的现象［12］，且实证研究发现一些较高依赖旅游业的经

济体出现增速减缓或衰退情况［13］。目前国内外主要观点包括：存在或一定条件下存在旅游资源诅咒［14-15］和旅游资源诅咒具有生

命周期［2］等。国内外许多学者如 Andrew、Du、Lew 等以不同区域为研究对象，证明存在旅游资源诅咒现象［16-19］。国内外的研究

内容多元，如朱希伟、王玉珍、方法林和左冰等分别考察旅游业对工业、旅游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抑制作用及其传导机制［20-23］；其

他学者则利用空间错位法开展研究［24-25］，李跃军等对“旅游资源诅咒”与“空间错位”的本质差别进行分析，认为两者的不同点

在于“旅游资源诅咒”存在挤出效应［26］。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多种方法，包括路径依赖模型［12］、变异系数、旅游经济区域熵［21］、

系统 GMM
［2］

和门槛阈值回归法
［27］

等，地统学分析方法较少使用
［14］

。主要指标中，旅游产业依赖度是指区域经济发展对旅游产业

的依赖程度［13，28-29］，常选用旅游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表示［29］，用 GDP增长率表示区域经济发展程度。此外，多

数学者认为旅游业与经济发展呈线性关系，少数学者认为呈非线性关系［2］，即同时存在“促进”和“抑制”作用，如“N”型［29］、

倒“U”型［28］。 

在研究尺度上，多为国家和单个省级尺度，缺少战略区域类的中观尺度及多尺度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大多学者认同旅游与

经济呈单一线性关系，仅少数学者提出两者关系存在正反两面，但缺乏对不同阶段的判断；在研究层次上，探讨传导机制方面多

为总体层面，并未考虑分区差异和不同等级旅游产业依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基于 2002—2017 年长江经济带 10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回归模型分析旅游产业依赖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并判断总体和分区①拐点，以及运用

B-K 中介效应分析法探讨总体、分区和分等级旅游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传导机制，这延伸了旅游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

研究内容，为今后长江经济带制定旅游和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及指标选择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各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2—2017 年）和《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2003—2018 年）。其中删减缺失值较多的个别地级市，剩余 10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其余少数缺失数据主要通

过查找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统计年鉴补齐，最后运用邻近年份插值法对剩余缺失数据进行处理。 

文中的核心指标为旅游产业依赖度（RD）和区域经济增长率（G）。为避免其他因素造成影响，控制变量选择人口规模（POP）、

经济水平（GDP）、产业结构（IDU）、物质资本投入水平（FI）、人力资本投入水平（HC）、技术创新（TI）、对外开放程度（OP）、

政府干预程度（GI）、制造业发展水平（MD）、城镇化水平（UR）、市场水平（GP）和交通水平（HD）；其中绝对量在回归模型中采

用对数形式以减少影响。选择传导因素时，主要参考“旅游资源诅咒”和“TLGH”相关文献。根据“旅游资源诅咒”相关文献，

旅游对其他产业产生挤出效应主要包括经济、制度和社会挤出等［12］，传导因素采用制造业发展、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

技术创新、对外开放、政府干预等［30］。根据“TLGH”相关文献，相关影响因素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政府干预［13］和外

贸投资［31］等。基于此，本文传导因素选择制造业发展水平（MD）、物质资本投入水平（FI）、人力资本投入水平（HC）、技术创新

（TI）、对外开放程度（OP）和政府干预程度（GI）。 

2.2 旅游产业依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28-29］，本文采用旅游产业依赖度表征旅游发展情况，GDP增长率表征经济发展情况，均为核心指标，并运

用回归模型考察旅游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公式如下［13，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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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和式（2）分别为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模型中增加 RD2 和 RD3以考察旅游产业依赖度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非线

性关系。a1～a3 和 b2～b4 系数验证旅游促进、抑制和复兴作用；Z1～12 为控制变量，a4～a15 和 b5～b16为其系数；i为地级

市；t为时间；μ为误差项。本文选用的控制变量参考晁静等人［32］，囊括绝大部分对经济具有影响的因素。 

2.3 传导机制 

本文参考薛雅伟等［30］采用的 B-K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以旅游产业依赖度 RD 和传导因素 W 为解释变量，经济增长率 G 为被

解释变量，计算 W对 G的影响程度 S，公式如下： 

 

式（3）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c1～c3 系数验证旅游促进、抑制和复兴作用；W1～6为传导因素；c4～c9 为 W对 G的影响程

度 S；Z1～2为控制变量，为减少区域人口和经济差异对结果的影响，选择人口规模指数lnPOP和经济发展指数lnGDP［30］；ε为

误差项。本文选用的传导因素参考于邵帅［33，35］和邓涛涛等［13］的研究，囊括绝大部分影响因素。 

为进一步挖掘研究期间总体、分区和分等级旅游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率的促进、抑制和复兴作用阶段的传导路径以及探

讨其传导因素的正负向和影响强度等问题，本文在 B-K中介效应分析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以 RD为解释变量，W为被解释变量，

计算 RD对 W的影响程度γ，进而获得 RD通过 W对 G的影响程度 Q。公式如下： 

 

2.4 研究假设 

本文构建旅游产业依赖度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率的传导机制模型（图 1），分析研究期间旅游促进、抑制和复兴作用阶段的传

导因素如何作用、作用强度和正负变化。参考以往文献和借助生命周期理论［2，12，29，35］，本文预设旅游促进、抑制和复兴作用现象

的产生分别源于“红利效应”“挤出效应”和“复兴作用”传导机制，其中从旅游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阶段时，其传导路径

发生转变［12］，由“红利效应”转为“挤出效应”［35］，另外可能存在向“复兴作用”转变的倾向。具体为：①研究前期为成长期，

旅游业占经济比重较低，政府扶持旅游以获得更多收益；旅游红利吸引外商投资，促进国际合作；旅游业需要大量劳动力，且丰

厚的利润吸引人才流入；旅游营销管理部门在利益的驱使下，加大物质资本投入；旅游联动效应可增加其他产业的外商投资、物

质资本投入及科技创新，共同推动经济发展；为旅游促进作用阶段，表现为“红利效应”传导机制。②中期为过渡期，传导机制

发生转变，传导因素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并出现抑制作用的因素。③后期为衰退期，旅游产业依赖度较高，问题逐渐凸显。单

一资源产业更容易患上“荷兰病”，表现为旅游产业继续扩张和制造业逐渐萎缩；旅游业对劳动者教育层次的需求不高，人们在

现有水平下能获得可观收入，因此不愿支付高额的教育成本；另外政府容易忽视相关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且影响科技创新；旅游

业的丰厚收益可能诱使政府产生“寻租行为”和资源使用“机会主义”，资源被过度分配至旅游业，导致资源过度消耗和规模效

率低下；为旅游抑制作用阶段，表现为“挤出效应”传导机制
［12，29］

。④最后为复兴期，旅游产业依赖度高区的工业基础较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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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文化资源丰富，且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旅游业增长促进经济增长，表现为“复兴作用”传导机制。 

 

图 1传导机制模型 

3 结果分析 

3.1 旅游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率的时空变化 

为了解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本文从时空维度观察两者的变化，初步判断其关系曲线。参考徐春

红等［29］研究，将旅游产业依赖度分为 5个等级：较低依赖度（＜5%）、低依赖度（5%～10%）、中依赖度（10%～20%）、较高依赖

度（20%～30%）和高依赖度（>30%）；经济增长率按照自然断裂点分为 5个等级：较低增长率（＜6%）、低增长率（6%～9%）、中

增长率（9%～11%）、较高增长率（11%～13%）和高增长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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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2—2017 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依赖度和经济增长率时空变化 

由图 2 可知：2002 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依赖度普遍较低，中依赖度较少；中、西部为低、中经济增长率，而东部存在

较高、高增长率。2009 年，中、西部和东南部由低依赖度逐渐转变为中依赖度；除东南部经济增长率提前降低，其余区域增长

率由东向西逐渐增加。2012 年，以原转变区域为核心，更多地级市进入中依赖度，但东、中部经济增速逐渐放缓。2017 年，中、

西部更多地级市进入较高、高旅游产业依赖度；除西南部外的其余区域经济增长率降为低、中等级。说明各区旅游产业依赖度不

断增长，但东中西部经济增速先升后降。旅游产业依赖度增长最快区多地处西部，包括巴中和安顺等，少数地处中部；增长最慢

区多地处东部，包括上海和杭州等，少数地处中部；其余为增长适中区。 

利用 Origin2018 和 MatlabR2018a 软件以旅游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率年平均值为基础分别绘制散点图和拟合曲线图（图

3）。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依赖度总体呈上升态势，从 5.49%增至 26.64%。经济增长率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2002—2011年从 10.36%增至 14.40%；2012—2017 年降到 8.51%。2008 年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汶川地震”等突发事件的影响，

两者均呈轻微下滑。结合拟合曲线，可初步判断旅游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率为“N”型曲线关系，拟合度R2为 83.99%。 

 

图 3 旅游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率年均值变化趋势、拟合曲线 

3.2 旅游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首先，利用 Fisher-ADF 和 LLC 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数据均平稳。其次，运用 Chow 和 Hausman 检验方法选择

回归模型：在随机和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中，总体区域 F 值为 33.39，Hausman 检验结果为 305.38；东部区域 F 值为

7.40，Hausman检验结果为67.55；中部区域 F值为 19.99，Hausman 检验结果为 173.13；西部区域 F值为 16.40，Hausman检验

结果为 191.28；均在1%水平下显著，都选择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再次，考虑滞后性会影响模型结果，且SYS-GMM 适用于

短面板数据分析，因此选择 SYS-GMM 进行动态分析，加上静态和动态固定效应（FE）及混合效应（POOL）模型进行稳健性分析。

最后，利用门限面板回归模型估算拐点值。 

3.2.1 总体分析 

模型 1和 3（静态和动态 FE）表明RD、RD2 和 RD3系数分别为正、负、正，且均显著，说明旅游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率影

响呈“N”型。模型 5 和 6（SYS-GMM）显示，Hansen 检验值显著，AB 检验显示残差显著存在一阶自相关而二阶不相关，表明工

具变量较为合理。模型 5、7和 8（SYS-GMM、静态和动态 POOL）证明两者之间呈稳健“N”型曲线关系。根据门限面板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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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旅游产业依赖度小于6.24%时，具有积极影响，为“旅游促进作用”阶段；在旅游产业

依赖度处于 6.24%～13.44%时，具有消极影响，为“旅游抑制作用”阶段，存在“旅游资源诅咒”现象；在旅游产业依赖度大于

13.44%，具有积极影响，为“旅游复兴作用”阶段。 

3.2.2 分区分析 

长江经济带各分区研究结果中，模型 4、7、8 和 11 显示 Hansen 检验值显著，模型 4、7 中 AB 检验显示残差显著存在一阶

自相关而二阶不相关，工具变量较为合理。模型 1显示 RD、RD2 和 RD3 系数分别为正、负、正，但不显著；模型 2显示 RD和 RD2

系数分别为正和负，但不显著；模型 3～4仅加入RD，系数均为负，但前者显著，后者不显著。说明东部旅游对经济影响为潜在

的倒“U”型；东部为经济发达的地区，主要依赖工业、金融和高技术等产业而非旅游业，虽然旅游业发展较快，但对经济影响

较少，因此东部旅游促进和抑制作用不明显。模型 5～10 显示 RD、RD2 系数为正和负，说明中、西部旅游与经济存在显著的倒

“U”型关系，因为相比于东部，中、西部经济落后，经济发展更多依赖旅游业。 

东部旅游与经济存在潜在的倒“U”型关系，中部和西部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根据门限面板回归模型结果，拐点分别

为 RD值 12.72%、6.24%和 5.94%。说明西部先于中部进入旅游抑制作用阶段。西部旅游资源富裕，但经济发展水平最低，急需发

展旅游获得收入，但因旅游发展步调太快，忽略挤出效应，影响经济发展，提早进入旅游抑制作用阶段。 

3.3 旅游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传导机制 

首先，利用 Fisher-ADF 和 LLC 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G、RD、MD、FI、HC、TI、OP、GI、ln⁃POP 和 lnGDP 均平

稳。其次，运用 Chow 和 Hausman 检验方法选择回归模型：在混合和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中，总体区域 F 值为 25.50，Haus

⁃man 检验结果为 418.13；东部区域 F 值为 15.71，Hausman 检验结果为 131.56；中部区域 F 值为 19.88，Hausman 检验结果为

259.84；西部区域 F值为25.84，Hausman 检验结果为 165.99；均在1%水平下显著，都选择变截距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最

后，根据前文总体和分区曲线关系的结果选择在公式（3）添加 RD3。因篇幅有限，本文节选传导因素系数展示。 

3.3.1 总体分析 

旅游产业依赖度通过物质资本投入、对外开放和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率产生积极影响，表现为“红利效应”。RD-FI-G 系数

为 0.15 和 0.68，表明旅游业依靠投入物质增加旅游收入，而物质资本投入可促进经济发展，因此物质资本投入能有效地维持旅

游促进作用或进入复兴作用阶段。RDOP-G系数为 1.39 和 14.70，表明发展旅游业能吸引更多外资、提高知名度、引进先进管理

和运营方式以获取经验，推动经济增长。RD-GI-G系数为0.64和 6.87，表明政府干预在维持促进阶段或进入复兴阶段具有积极

作用，未表现“寻租行为”。 

旅游产业依赖度通过制造业发展、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率产生抑制作用，表现为“挤出效应”。我国许

多城市发展源于制造业的繁荣［35］，RD-MD-G系数为-0.33 和 26.80，说明长江经济带在发展旅游时占用制造业和其他产业生产所

需物资，不利于经济增长；RDHC-G 系数为-0.57和 17.22，表明旅游业能吸引大量普通劳动力，挤压其他行业人才市场，但高素

质人才需求不多，不利于构建合理的人才队伍；RDTI-G 系数为-3.05 和 115.60，说明旅游发展对科技创新的需求低，拉低总体

科技水平，阻碍经济增长。 

3.3.2 分区域分析 

由前文可知，东部存在潜在的旅游促进和抑制作用，主要源于经济更多受其他因素影响。东部 MD、FI 和 OP 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东部可通过加强制造业发展、物质资本投入及吸引更多外资推动经济发展，避免旅游抑制作用。中、西部存在明显的旅游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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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和抑制作用。中、西部旅游业通过物质资本投入、对外开放和政府干预促进经济增长，通过制造业发展、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

创新抑制经济增长。中、西部科技创新影响程度远大于前两个因素，且西部制造业发展和人力资本投入影响程度小于中部，科技

创新的影响程度则大于中部，说明中、西部旅游抑制作用的产生更多源于科技创新的影响，且西部受科技创新负面影响程度较

大，因此比中部较早进入抑制作用阶段。 

3.3.3 分等级分析 

根据前文将旅游产业依赖度分 5个等级讨论。较低旅游产业依赖度区（＜5%）各传导因素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旅游业发展

程度不高时，政府为了获得“旅游红利”，积极发展旅游，加大物质和人力资本投入，吸引外资，促进科技发展和制造业发展，

推动经济增长，表现为“红利效应”。低旅游产业依赖度区（5%～10%）科技创新系数变为负向但不显著，各正向传导因素系数比

较小，表明随着旅游产业依赖度增加，旅游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慢慢浮现，积极影响逐渐降低，但依旧为“红利效应”。中等

旅游产业依赖度区（10%～20%）制造业发展、人力资本投入、科技创新和政府干预系数为负且越来越显著，表明政府过度关注旅

游业，忽视制造业发展，人力资源分配不合理，影响科技创新，不利于经济增长，更多城市由旅游促进作用阶段转变为旅游抑制

作用阶段，表现为传导路径转变。较高旅游产业依赖度区（20%～30%）政府积极调整策略，加大物质资本投入，引进外资，一定

程度缓解旅游抑制作用，但仍通过制造业发展、人力资本投入和科技创新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表现为“挤出效应”，存在“旅

游资源诅咒”现象。高旅游产业依赖度区（>30%）政府干预的积极影响程度增加，制造业和技术创新的消极影响程度减少，系数

分别从 1.19、-7.03和-5.65 增至 3.27、-2.15和-2.65，能缓解旅游抑制作用；人力资本投入系数从-1.83 降至-2.60，强化旅

游抑制作用，表现为“挤出效应”，但存在向“复兴作用”转变的倾向。 

4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①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总体旅游产业依赖度不断增加，由较低转为高依赖度；总体经济增长率先升后降；各分区两个变量

时空维度特征各具差异。根据拟合曲线，初步判断旅游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呈“N”型曲线关系。 

②长江经济带总体旅游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率呈稳健的“N”型曲线关系，拐点分别为 RD值 6.24%和 13.44%，具有旅游促

进、抑制和复兴作用阶段。中、西部呈显著倒“U”型曲线，东部呈不显著倒“U”型曲线。 

③长江经济带总体旅游产业依赖度通过物质资本投入、对外开放和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率产生促进作用，通过制造业发展、

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产生抑制作用；东中西部传导因素的影响强度具有差异。 

④较低和低旅游产业依赖度区为“红利效应”传导机制。中等旅游产业依赖度区为传导机制的转变阶段。较高旅游产业依赖

度区为“挤出效应”传导机制，存在“旅游资源诅咒”现象。高旅游产业依赖度区存在向“复兴作用”阶段转变的趋势。 

4.2 对策建议 

在长江经济带未来发展过程中，政府需要正确认识旅游促进、抑制和复兴作用形成的特点，借助旅游促进作用，调节产业结

构，合理匹配资源，引入外商投资，吸引更多人才，缓解制造业压力。为缓解旅游抑制作用，东部需继续推动制造业发展、加大

物质资本投入及引进外资；中部需更加关注旅游对制造业和人力资本的影响；西部需重点利用高科技发展旅游。各等级旅游产业

依赖度区需强化各正向因素，关注负向因素，促使负向影响转为正向影响。总之，长江经济带可借鉴研究结果，调整旅游产业依

赖度，强化不同因素，使其处于促进或复兴作用阶段。本文分析各类旅游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对长江

经济带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但还存在以下不足：本文仅讨论单向关系，今后可尝试研究双向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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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可延伸至县域尺度；内在机理的研究还需继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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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主要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块：东部区域包括上海、江苏和浙江，中部区域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西部区域包括四川、

重庆、贵州和云南。 


